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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美国媒体中的诽谤诉讼 

作者： 任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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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新闻自由和名誉权案件时，国内法律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一个参考案件是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公司诉

萨利文案（以下简称《时报》案）1。但是，这一当时只涉及政府官员公职行为的原则，何以会逐渐扩大到“公众人

物”？如何确定公众人物？是否在所有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案中，大众媒体都可以免责？如何能够在保证新闻自由的前

提下，保护个人的名誉权？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较少论及。本文试图描述《纽约时报》案原则的确定、发展和收缩的

过程，探讨其中的原因。这或许对目前国内因民法典的起草而出现的有关公众人物名誉权的讨论有所启示。  

（一）  

《时报》案是美国宪政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其源起与当时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密切相关。为了扩大黑人

民权运动的影响，争取社会支持，1960年3月29日，64位著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

《请倾听他们的呐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宣传广告，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这幅广告猛烈地抨击了美

国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其中特别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

行为。广告还称，这些“南方的违宪者”正在一意孤行，镇压和消灭黑人民权运动及其领袖马丁·路德·金。  

后来，这个广告中有个别细节被发现不够真实。于是，蒙哥马利市负责警察局的民选市政专员(elected commissioner)

萨利文（L.B.Sullivan），写信给《纽约时报》和部分签名人士，有求撤回广告。2在遭到拒绝后，便控告阿伯纳斯

（Ralph D. Abernathy）等4名在广告署名的黑人牧师3和《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

罪，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萨利文起诉所依据的是阿拉巴马州法：官员可以告指责其职务行为的言论诽谤，但不得

请求赔偿，除非事先书面要求对方收回言论并遭到拒绝。在他的带头下，其他一些被批评的官员也纷纷效法，控告北方

自由派的新闻媒体，要求巨额赔偿。一时间，《纽约时报》总计被要求索赔达五百万美元之巨。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只有原告和被告双方完全属于不同的州，才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现在，除了《纽约时报》作为附

带被告外，原告萨利文和四名被告都是本州人，所以，此案遂由当地法庭审理。而根据阿拉巴马的州法，只要证明出版

物的文字是“诽谤”，即使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金钱上的损失，原告也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据此，由清

一色白人组成的地方法院陪审团判决被告《纽约时报》应付原告50万美元名誉损失费。《纽约时报》不服，作为自由派

的大本营，它决心把官司闹大，争取通过最高法院的直接干预来解决问题。否则，以后类似因报道有误而产生的官司还

会接踵而来。  

历时两年，这场官司才打到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时报》的立场很明确，裁定报纸诽谤罪违反了美国宪法保护新闻自

由的第1条修正案。1962年8月，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并给诽谤罪下了一个很宽的定义：“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损被

诽谤者的声誉、职业、贸易或生意，或是指责其犯有可被起诉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众的蔑视，这些文字便构成了诽

谤......”。《纽约时报》还是不服，遂聘请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Herbert Wechsler）和联邦前

司法部长布朗尼尔（Herbert Brownell）为律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官司事关重大，涉及到

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更涉及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最根本的公众自由问题，遂接下了这一

案子，并在1964年3月以9比0一致推翻了州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著名的开明派大法官威廉· 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Jr.) 的杰作。在判决书中，布伦南首

先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如果阿拉巴马的作法“适用于公职人员起诉哪些评判其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者的话，那么，由

第1和第14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大法官们看来，美国宪政

史上没有任何判决“赞成以诽谤罪压制对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4他们裁定，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导

都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

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词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判决还进一步引用以前的有关判例，

指出“本案涉及的政治广告，就是对当今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表示不满和抗议，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即使它的

各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该得到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护，只

有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间’”。5  

虽然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高高在上，但在1950－60年代，他们对平头百姓的宪法权利却极为敏感，能够设身处地地了解

他们批评政府官员时的难处。很显然，民众无权又无势，在揭发批评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时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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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

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

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

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讼诉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 ‘远离非法禁区’。这种法规阻碍

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67  

为此，针对公职官员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诽谤案，布伦南第一次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当公职官员（public 

officials）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致使其个人名誉受到可能的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

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确实恶意”（actual malice ）。什么是“确实恶意”呢？最高

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贸然不顾（reckless disregard）它是否虚假”。8  

虽然9位大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纽约时报》胜诉，但理由却不尽相同。9布莱克(Hugo L. Black)大法官特别提出了他的

补充意见，因为他是美国宪法第１条修正案最坚定的支持者，主张尽可能宽泛地解释第１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各项公众自

由，倡导并实践了“第１修正案绝对论”。10他的意见得到了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戈德堡(Arthur J. 

Goldberg)两位大法官的赞同。在补充意见中，布莱克再次表达了他出对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念，指出即使按最高法院的定

义，“恶意也是一个难以确定、抽象的概念，证明其有，证明其无也难”。他认为有必要对新闻界进行绝对的保护，诽

谤罪成立的前提是言论者有‘恶意’，但这一要求对言论自由所提供的保护太弱。“因此，我投票推翻原判的唯一理由

是几位被告有绝对和无条件的宪法权利在《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批评蒙哥马利市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我认为，

一项随心所欲言说公共事务的无条件权利，是第一项修正案的最低保证。”11言下之意，即便能够举证批评者有“恶

意”，其言论自由也应当得到保护。  

尽管有这种不同意见，布莱克仍高度赞扬布伦南大法官的工作，他在庭辩期间给布伦南写了一个如下的便条：“你当然

知道，尽管我的立场和我写的意见〖与你不同〗，但是，我认为你在时报案上的工作实在出色。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它

注定是通向保护思想交流权利的一大步”。12就在判决公布后几个小时，《纽约时报》发表声明，称“法庭的意见使得

新闻自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13应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反映了美国主流精英的两项基本的价值判断：一是

相信真理是在辩论中获得和发展，所以不能压制公共辩论；二是认定政府乃“必要之恶”，“自由之天敌”，故必须防

备、限制官员干涉和操纵舆论。  

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以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为由，不但免除了被告举证其言论真实性的负

担，取消了惩罚性赔偿，而且反过来要求原告去承担证明被告“确实恶意”的责任，而这一举证是如此困难，几乎使美

国各地诽谤法中对执行公务而招致批评官员的保护难以执行。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判决使第1条修正案的涵盖范围发生了

革命性的变革，将原属于侵权法范畴的诽谤责任也纳入到它的保护范围。这不能不归功于《纽约时报》律师维克斯勒教

授的远见卓识。在上诉过程中，这位宪法权威放弃了处理这类案件的传统作法，跳出侵权法的范畴，不再纠缠于诽谤是

“受保护的”还是“不受保护”的言论，转而牢牢抓住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一点，强调诽谤罪成立的巨大危

险，即它可能会妨碍美国人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权。由于突出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可怕后果，他促使最高法院对言

论自由保护条款采取了更敏感、更少程式化的理解和解释，这一全新的解释方式成为宪法第1条修正案司法管辖的里程

碑。因为最高法院不仅仅是重申了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把传统上由各州用普通法管辖的诽谤

罪也纳入到了宪法的保护范围，“确实恶意”几乎成为以后衡量所有类似诽谤案的惟一标准。  

（二）  

《纽约时报》案确立的这一原则最初只适用于担任公职的政府官员，但后来，最高法院又通过其他几个判决，将“确实

恶意”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执行公务的政府官员，扩大到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公众人物这

个概念非常模糊，没有明确、具体的定义，基本上是根据不同的案子的具体情况，由法官酌情掌握。这样一来，在涉及

公众人物的诽谤案中，最高法院不再是全体一致，而是产生了广泛的分歧。  

在1967年科蒂斯出版社诉巴茨案14中，最高法院驳斥了纽约时报案原则只适用于“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的

说法，强调时报案所确立的原则，是基于全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看法，即对公众事务的辩论应该是“毫无拘束、富有

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因此，它的结论是，凡就公众事务而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性言辞，同样适用于“确实恶意”标

准，这就大大扩展了新闻自由的保护范围。在1971年另外一个诽谤案子（罗森布鲁姆诉都市媒体公司案）中，最高法院

虽然认可了下级法院的裁定，但却无法达成一个多数意见，形成了“各说各的”多元意见。布伦南大法官提出，只要诽

谤陈述涉及到“公众或普遍注意的问题（mater of public or general interest），任何个人都可以受到时报案原则的

保护”。15这意味着所谓公众人物完全由所涉及问题的性质来界定，如此一来，不仅娱乐界的大腕，体育界的明星，而

且工商界的大亨，学术界的精英，甚至是某一社区的头头脑脑，只要涉及到公众问题，对他们不实之词的攻击都可以受

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因此，这些人在抛头露面、出尽风头的同时，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些权利，忍受着被新闻

界曝光揭短的尴尬。这就是所谓作名人的难处。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从来没有给“公众人物”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完全由下级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因此

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缺少自律的新闻媒体开始滥用时报案原则及其推论，出于狭隘的商业或集团利益考虑，对它们



所讨厌的各种人物，曝光揭短，甚至是漫骂攻击，严重损害了被戴上“公众人物”帽子的普通人物，而一些下级法院对

公众人物的宽泛解释，让一些实际上的平头百姓受到诽谤、名誉受损时，告状无门，痛苦不堪。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

法院开始不得不注意这一问题, 重新考虑“确实恶意”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标准。但是，由于这一问题这涉及到美国

人最珍视的两种权利――新闻自由权和个人名誉权――之间微妙的平衡，处理起来极为棘手。直到1974年，最高法院才

最终有机会在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16中，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微调。  

（三）  

格茨案发生在1969年。当时，一名芝加哥警察乱杀无辜，被法院判处谋杀罪。同时，受害人家属聘请的律师格茨（Elmer 

Gertz）还向该警察提出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由韦尔奇公司出版的、美国极右组织伯奇协会17的月刊《美国舆论》

（American Opinion）杂志，对格茨恨之入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发表文章攻击格茨，诬蔑他有犯罪记录，并

指责他是一名“列宁主义分子”，一个“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在刑事审判中有意陷害被控的警察，其目的是为了摧毁

当地的司法机关。这篇文章严重损害了格茨的名誉，致使其律师业务大受影响。为此，格茨提起诽谤（defamation）诉

讼，要求韦尔奇公司赔偿损失。但联邦地方和上诉两级法院都以格茨无法证明被告“确实恶意”为由，根据《时报》案

的先例，判其败诉。18  

几经周折，格茨在五年之后（1974年）终于把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比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

决，将案子打回到一审法院重审。这一判决对《纽约时报》案原则作了的重大限制，裁定它不适用非官员和非公众人物

寻求赔偿的诽谤案，即使被指控为诽谤的陈述涉及到“公共关注”事情。  

小鲍威尔（Lewis Powell）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多数意见。19他首先承认，处理这类案件的困难性：为了在诽谤法与宪

法第一条修正案之间“确定适当的协调关系”，司法部门“作了将近十年的努力”。他指出，格茨案涉及的问题的确是

“公众关注”（public concern）问题，但是，这不足以构成被告就理所当然地获得宪法的保护。《时报案》原则及后

来的延伸是正确的，但“在仅涉及出版和广播媒体利益时〖即非公众利益――本文作者按〗，它们并不能成为免除责任

的理由。而且，我们相信《纽约时报》案原则表明，即使在公众人物提出的诽谤案中，也存在一个〖第一修正案〗保护

与各州有限权益之间的协调(accommodation)问题。”20虽然最高法院死不认错，但它实际上是修正了布伦南在上述1971

年诽谤案中的极端立场。实际上，这里的利害关系很容易理解，试想一下，如果小人物起诉媒体的诽谤罪成立，新闻媒

体就将付出巨额赔偿。这样情况下，媒体最佳的选择便是“假公济私”，从保护自己私利出发，打着公益和公众的旗

号，拉大旗作虎皮，要求宪法的保护，免除普通法中诽谤之责。  

接着，最高法院还认定，格茨算不上不是公众人物。虽然他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在民权领域和法学界有些声望，但并没

有到达众所周知的地步，“我们不能轻易就认定，一位公民参加社区和专业领域的事务就可以随便说他公众人物”。21

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和公共人物不同，私人不愿主动在媒体上曝光，也没有什么渠道接触媒体，因此很难有效地反驳诽

谤，更容易受到诽谤言论的伤害，因此，他们比官员和公众人物更有权利要求补偿。只要出示出版商和广播公司偶然散

布的诽谤材料，而不一定要满足“确实恶意”的标准，他们就可以根据各州的普通法，要求法院来为自己恢复名誉，并

对其实际遭受的伤害给予补偿。法院表示，这类案件基本是各州普通法的管辖问题：“在执行对私人名誉伤害的赔偿方

面”，各州拥有“令人信服和合法的权益”。22  

但是，为了保证各州的这一权益和《时报》案原则的平衡，最高法院也裁定，对伤害人的赔偿“不能超过实际的伤

害”。虽然法院认定“精神损失”（mental anguish）构成了实际伤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如果私人原告还要求法院

对诽谤者处以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则必须提出“确实恶意”的证据。23不过，格茨案有个明显的弱点，

就是它没有说明，为什么让宪法来代替普通法中的诽谤原则，适用到所有涉及私人原告的案子。1985年，最高法院又开

始缩小格茨案的适用范围，它在一个相关的案件中裁定，适合于格茨案所确定标准的案件，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

尽管当事人是私人，但所涉及却是“公众关注”（public concern）的事情。24  

（四）  

美国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案的判决及其有关延伸是否有失均衡和明智，美国学术界的相关评论褒贬不一、见仁见

智。但对美国新闻界而言，《纽约时报》案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判决。其原因在于，尽管宪法第１条修正案对

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提供了宪法保护，但是，由于制宪者的意图和联邦制的特点，包括第１条修正案在内的前十条修正

案（也称《权利法案》长期以来一直被法院认定只约束联邦政府。直到1930年代，最高法院才以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

公民“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为由，一步步地把《权利法案》的适用范围推广到对州的约束。但这一过程相当缓慢，一直

到时报案判决作出，各州在涉及名誉权官司时，都是沿用来自英国普通法传统的诽谤法。  

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传统的诽谤法更多地偏向原告的利益。通常，被告要洗去诽谤之名，必须要承担举证之责，证明其

所公布内容符合事实；而原告要赢得官司，却不一定要举证说明有关材料不实。而且，被告无意出错或疏忽大意，也同

样要承担全部责任。毫无疑问，传统的诽谤法的确遏制了一些个人、社团和媒体不负责任的做法，避免了所谓“流言杀

人”的悲剧。但同时，诽谤法严苛的责任制也可能会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利。因此，在英美

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出于公共利益而批评政府的言论，法庭有时还是网开一面。被新闻界认为新闻史上“新闻自由第一

案”的曾格案就是典型。1734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出版家约翰·曾格因为公开发表批评殖民地总督的言论而被控诽谤



罪入狱，但陪审团却宣布他无罪。由此，确立一项行业（但还不是法律）的原则：对政府的批评是新闻自由的基石。25  

在个人名誉权和言论自由权相互博弈的进程中，现代的诽谤法逐渐成型了，其基本思想就是平衡现代社会中两种最重要

的权利（新闻自由和个人名誉）之间的冲突：它既允许民众为公共利益而自由发言，又对不负责任的言论所产生的损失

规定了刑事或民事处罚。但是，直到《时报》案“确实恶意”原则确立，美国宪法一直没有直接介入诽谤案的诉讼。  

由于有了“确实恶意”原则托底，新闻界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从1970年代的水门丑闻和五角大楼文件

泄密案，到1980年代里根时期的“伊朗门”事件，再到1990年代克林顿的性丑闻和今天的美军虐俘事件，新闻界不断地

抛出一个有一个的影响巨大的调查性报道。虽然媒体也不时地受到诽谤的指控，但其在法庭内外的胜诉率却高达90%。  

但是，1980年代初的两个诽谤诉讼案也让美国新闻界尝到了苦头。第一个案件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布公司

（Westmoreland v. CBS）。该案起因是1982年1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部电视文献纪录片《无数的敌人》。它透

露，当年任侵越美军总司令的威斯特摩兰有意向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谎报军情，夸大北越军队的实力，致使美国在越战泥

潭中愈陷愈深。威斯特摩兰大怒，以故意诽谤军方高级将领和美军部队名誉为由，将CBS告上法庭，索赔高达1. 2亿美

元。虽然四年后威斯特摩兰自行撤回了起诉，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破费了总数高达300万美元以上的律师费，并发布一

个声明：表示它无意指控威斯特摩兰不爱国。26  

第二个案件是沙龙诉《时代周刊》（Sharon v. Time）。此案源自《时代》周刊1983年2月的一篇封面文章。该文揭露

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参与了黎巴嫩长枪党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的策划。沙龙一怒之下，在纽约联邦地方

法院起诉《时代》周刊。陪审团最后裁定，有关沙龙的报道失实，但是，因为《时代》周刊并不知道报道不真实，故不

符合“确实恶意”标准，沙龙无权得到赔偿。  

在这两个著名案件中，新闻界尽管没有败诉，但其可信度却大打折扣。人们认识到，媒体在承担起其监督政府责任、扮

演民众的“看家狗”角色的同时，作为为一个行业，它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这两种角色有时难

免存在矛盾，公益与私利常常混在一起。重大题材的报道既是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同样也是其扩大受众、增加盈利的

途径。与其他行业一样，媒体也以追逐盈利、回报股东为目的，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媒体是美国唯一一家其产品受

到宪法保护的行业。它虽然享有这一特权，但并没有特别的责任，也无更高的道德追求。而在自我监督方面更是差强人

意，否则像《纽约时报》这样最有影响的大报、《今日美国报》这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不会接二连三曝出造假的丑

闻。  

因此，随着媒体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及媒体对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美国人开始抱怨媒体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报道的质量也越来越“快餐化”，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媒体对戴安娜之死和克林顿性丑闻铺天盖地般的报道。但坚信新闻

自由的人却认为，强大的媒体、狂轰滥炸般的集中报道是民众希望媒体发挥正面作用、监督更为强大的官府的必然代

价。著名自由派宪法学者德沃金就认为，“如果说新闻界在权力、资源及影响方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它在18世纪的情形

的话，那么，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则更大，而且政府有能力掩盖政府本身的犯罪及渎职行为“”。“新闻具有极大影

响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有理由相信，一个健康而自由的新闻界是对官方掩饰和虚假报道的一个聪明的限

制”。27  

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但是，为了限制新闻界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贸

然不顾”，损害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新闻自由又必须受到诽谤法的限制。为此，美国的司法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

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格茨案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件表明，要区分普通小民和公众人物绝

非易事，特别是在媒体影响空前加强的时代，小人物往往一夜暴名而成为公众人物。为此，美国的一些州出台了一些折

衷性的法律：如果媒体被控凭空诋毁某人或社团法人，媒体应及时印发撤回声明，此声明要与原报道同样显著和引人注

目，那么，这个撤回声明将可以作为以后诉讼中免除惩罚性赔偿的一个有力根据。  

这样的做法既可以避免一部分耗费巨大的诽谤诉讼，节约大量的资源，又可以维持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报道的及时

性。因为对一部分原告来说，他已经获得了一个澄清事实的机会，而无需再花大力气去证明“确实恶意”；对媒体来

说，虽然丢了点面子，但是，可以节省一大笔诉讼的资源，即使最后惹上了官司、被判诽谤，也无需支付巨额赔偿。更

重要的是，媒体能够在保证最低限度准确性的前提下，最快地向公众提供它当时认为是可靠的信息，而无需担心，万一

以后有新证据表明报道失实而受到当事人的巨额索赔。  

尽管有这样的州法和宪法一起为新闻自由保驾护航，但负责任的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

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正如格茨案的主人公所云：“伤害一个人的声誉和伤害一个人的手

足同样重要”。28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

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

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导，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

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它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了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

来避险。  

〖感谢作者远在美国的老友陈伟先生为本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献和至关重要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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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该案的判决书原文见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 

http://laws.findlaw.com/US/376/254.html 

2 当时阿拉巴马州州长（John Patterson）也步萨利文后尘，对《纽约时报》提出抗议。《时报》不得不在1960年5月16

日以“时报撤回广告中的声明”为题刊登对帕特森州长的道歉。这个“声明”是指政治广告的右上方，以时报编辑部名

义发表的一段导言：“由黑人掀起的不断增长的群众和平示威运动是南方的新事务，可以理解的事务......,让国会倾听

他们的呼声，因为它们将被听到。”（广告的全文影印件见376 U.S. 254附录），并表示：“刊登一份广告并不构成本

报报道的事实新闻，也不反映本报编辑部的意见或判断。”，转引自Hunter R. Clark, Justice Brennan: The Great 

Conciliator, NY: A Birch Lane Press Book, 1995, p.216. 

3 国内很多材料上都说金牧师等4人，不确。至少萨利文控告的四人中没有金牧师的名字。 Hunter R. Clark, p.216.  

4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68 （1964）  

5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70-272 (1964) 

6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79 (1964) 

7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的最重要的内容不是裁决结果，而是裁决的宪法根据和推理过程，因为它将成为以后各级法院审

理相关案件的根据和先例。因此，大法官们非常重视判决书的起草。如果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在多数一方，他就

自己亲自或指定一位法官起草判决书；如果他在少数一边，就由多数派中最资深的大法官自己起草或指定其他法官起草

判决书。审理本案时的首席大法官是厄尔·沃伦（Earl Warren, 1953－1969年任职），当时他临时出任调查肯尼迪总统

遇刺事件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无暇起草，便委托其密友布伦南起草。判决书少则数页，多则数十页，最多的可以长达数

百页。很多判决书写得高屋建瓴，旁征博引，蔚为大观，颇像法学教授的学术论文。  

8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280 (1964)  

9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无论是全体法官一致同意、还是多数法官同意，都被称为法庭意见（ opinion of the court）。有

些法官尽管同意判决结果，但可能不同意断案的根据和逻辑，便会另外提出补充意见( concurring opinions，也可称附

加意见)。那些根本不同意判决决定的法官也发表自己的意见，通称为少数意见( minority opinions)，一般是各自撰写

自己的异议（dissenting opinion），所有这些意见都一一记录在案。在个别案例中，最高法院虽然作出了裁定，但对

裁决的理由却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数意见，就会形成“各说各的”的多元意见（Plurality Opinion）。在1970年代以

后的两届最高法院中，这种多元意见时常出现，这说明随着美国社会的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宪政和司法问题也日趋复

杂，连大法官们有时也无所适从，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10 First Amendment Absolutism。针对一些大法官和学者所强调的，必须在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公众自由和社会权利之

间保持一定平衡的看法，这一理论认为，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并不允许在个人和社会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它所列举的各项

权利是绝对的，不允许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权利行使的政府行为。  

11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93， 297 (1946)(concurring).  

12 Hunter R. Clark, Justice Brennan: The Great Conciliator, NY: A Birch Lane Press Book, 1995, p.231.  

13 Hunter Clark, p.232. 

14 Curtis Publishing C. v. Butts, 388 U.S. 130 (1967) 

15 Rosenbloom v. Metromedia, Inc., 403 U. S. 29, 44 (1971) (opinion of Brennan) 

16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1974) 

17 John Birch Society：美国一家极右的反共政治组织，为纪念伯奇而成立。而伯奇这个人还与我们中国有点关系。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前身之一）特工，1945年秋，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擅自闯入中

共苏北解放区，因与当地部队发生口角而被误杀。美国国内反共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成立了这个极右组织。该组织

在1960年代因不满沃伦法院的一系列开明判决，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过一场“弹劾沃伦”的运动。  

18 美国激进派宪政学者彼得·伊龙斯把这一冤案作为美国典型民权案例收录到《为权益而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一书中。见该书第375－387页。  

19 除了这个多数意见外，还有一个补偿意见和四个不同意见，说明对这一问题大法官们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20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 343 (1974) 

21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51-352 (1974)  

22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48-349 (1974)  

23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49 (1974) 在普通法的民事侵权案子中，胜诉的一方除获得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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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为罚款可能比赔偿要大得多，因此，可能会对潜在的侵权者构成一定的威慑，它可以看作是“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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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y damages）。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对罚款的要求规定了比赔偿更严格的标准。参见 Leonard W. Levy & 

Karst L. Kenneth L., ed.,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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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虎等译：《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2，第56-63页  

26 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著名记者埃德勒（Renata Adler），以《冒然不顾》（ Reckless Disregard: Westmoreland 

V. CBS: Sharon V.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86）为题，详细讨论了沙龙诉《时报周刊》和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两案所涉及的新闻自由与法律限制的复杂问题，批评了新闻界滥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自由。美国自由派

宪法学者德沃金对埃德勒的书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有深入的分析，补充和反驳了埃德勒的看法。参见德沃金著、刘丽君

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6－375页。  

27德沃金著、刘丽君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28 彼得·伊龙斯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为权益而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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